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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家庭时间、收
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家庭来讲，

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自由时间每增加 １ 个百
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当月总收入增加 ５． ８９ 个百分点。这一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是：以人的
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提高个体收入，又要通过改革来增加自由时间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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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也逐渐陷入一种困顿：在物质财富大

幅增长的同时，居民幸福感却没有得到同步增强。２０１２ 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
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央视记者分赴全国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

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你幸福吗？”这个简单的问句引爆了全民对幸福的大讨论，也带

来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发展与幸福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改革和发展的

目的是什么？人民追求的生活目标又是什么？幸福感是大多数人的答案。与此同时，提升居民幸福

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政府领导人摆上施政纲领。

一、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从来不乏对幸福的关注。自从时间首次作为限制条件被引入到经济分析中后，经济学

家们逐渐意识到，除了消费与收入外，个人和家庭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对于时间的支配

自主权。时间和收入一样是稀缺资源，它对人们的幸福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意义，劳动时间的节约将

增加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保持生活和工作的有机平衡对于应对现代社会中繁重压力的人们来

说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单纯考虑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不

断引入中间变量，以探求这些变量对人们幸福的影响，这经历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早期

的幸福研究者主要考察个体特征变量，如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健康、教育程度和就业状态等对人们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将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幸福方程中，其中时

间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被引入。也就是说，人类的福利不能只是依据其终极状况来判断，其选择过程

以及选择的自由度也与福利紧密相关。基于此，Ｇｏｏｄｉｎ等提出了时间自主权概念［１］，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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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对“能力—自由”框架进行了扩展，用对时间的掌控程度和可支配收入来衡量个人实质自由［２］，

该方法为研究时间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幸福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历了十几年的缓慢发展后，２１ 世纪初开
始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性介绍［３］；一部分

学者则考察并检验了中国各种经济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４ ５］；还有少数学者尝试构建关于幸福

的经济理论模型来研究人们幸福感问题［６］。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是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

理论解释，或是在“幸福 收入悖论”框架下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拓展，还没有形成严谨、规范的理论分

析框架，也未见从时间维度考察幸福感的研究。为弥补上述缺憾，我们试图基于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的分析框
架，采用生活满意度法（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ＳＡ）来测量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进而考察时间、收
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２０１０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时
间、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子

由人们的需求出发，我们可以大致把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子分成三大类：环境因子、显性因子和

隐性因子。环境因子即指诸如基础设施、公共政策、文化等因子，它们对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其在相对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将这类因子作为外生变量。显性因子

即指容易通过货币量化并可在市场上获得的因子，如收入、产品等，但这类因子通常具有边际递减的

特点。隐性因子即指无法衡量且不可通过市场获得，但在主观幸福感中又不可忽视的因子，如亲情、

健康等。

娄伶俐通过需求分析构造出幸福函数［７］，我们由此函数做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主观幸福感

影响的曲线图，具体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图 １　 显性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　 　 　 　 　 　 　 　 　 　 　 图 ２　 隐性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

由图 １ 可知，Ｈｃ是显性因子 Ｃ的幸福曲线，Ｕ是显性因子 Ｃ 的效用曲线。当人们处于食不果腹
的状态时，即 Ｃ的数量极少或严重短缺时，人们的幸福感为负，且趋向负无穷，而此时边际幸福感趋
于正无穷；由于显性因子具有边际递减的特点，因此随着 Ｃ 的增加，当达到 Ｐｃ 时，人们的幸福感最
大，其后随着 Ｃ的继续增加幸福感将减少；当 Ｈｃ与 Ｕ相交时，Ｃ所产生的幸福感与消费的效用等值，
其后 Ｃ的增加将使效用高于幸福感。

由图 ２ 可知，Ｈｉ是隐性因子 Ｉ的幸福曲线，它明显区别于显性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幸福感随着
隐性因子 Ｉ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在人的剩余生命中，通常情况下隐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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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对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明确感知，所以人们的幸福

感将是这两类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能力—自由”框架下时间、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在这一部分将利用可行能力框架来分析各类因子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可行能力框

图 ３　 时间、收入与幸福感的分析框架

架中，我们将这些因子归入个体的基本资

源，但收入不被视为基本资源，原因是收入

是通过时间、资本等衍生出来的资源。

一个人的时间分配到个人护理、有酬劳

动和无酬劳动中将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和

选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于时间的

分配上，人们通常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

当然也会与家庭成员的时间、收入共享，同

时也会受到文化、社会规范等的影响，所以

该框架包含了上述所列举的环境因子、显现

因子和隐形因子。时间、收入与幸福感的分

析框架如图 ３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界定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本文研究所需，我们选取了能够反映幸福感、收入和自由时间的相关变量，

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主观幸福感评价分值 Ｕ 个体主观幸福感通过个体对自身情况的打分（１ 分最低，５ 分最高）来进行评价

当月自由时间 ｔ 为了与问卷问题及月收入相匹配，本文将按照法定月计算，工作日为 ２０． ９２ 天，休息日为 ９． ０８
天，由此权重对问卷中休息日与工作日两组不同的自由时间进行加权得到月平均自由时间 ｔ

当月总收入 ｉ 本文的收入指的是个体的总收入，包含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个体特征向量，用于考察不同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户口类型 ｑａ２ 个体特征向量，用于考察现行户籍制度下不同户口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

婚姻状况 ｑｅ１ 个体特征向量，对婚姻状况进行简化，若调查时个体有配偶或固定伴侣即为已婚，反之为未婚

工作 ｑｇ３ 个体特征向量，有偿劳动和无偿的家庭帮工均为有工作

年龄 ａｇｅ 个体特征向量，考察不同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自评健康 ｑｐ３ 个体特征向量，通过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打分（１ 分最低，５ 分最高）来评价

受教育程度 ｑｃ１ 个体特征向量，对个体受教育程度进行粗略测量，分为文盲 ／ 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
科、硕士、博士 ８ 个程度

对自己未来的信心 ｑｍ４０４ 个体特征向量，考察个体心理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道路硬化程度 ｒｏａｄｓ 村庄特征向量，硬化程度越高，则村庄的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

是否有小学 ｓｃｈｏ 村庄特征向量，考察基础教育建设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居民死亡率 ｄｉｅ 村庄特征向量，通过计算村庄当年居民死亡率来考察其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１． 幸福感。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本文所提出的幸福感也是来源于此，即被调查者根据其自身标准对一段时期

内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这属于个体主观感受。

２． 收入。在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提出“幸福 收入悖论”这一观点时，他采用人均 ＧＤＰ 作为测度收入的指
标［８］。之后，大部分研究也都延续这一做法。由于本文使用微观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微观个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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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的收入指的是个体的总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两大部分。采用该指标的原因是：

调查问卷中并无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一项，而且根据实地调查经验，大部分受访者无法准确地分辨个人

可支配收入、工资、总收入等概念，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个人总收入作为收入的衡量指标。

３． 自由时间。本文对自由时间的衡量来源于 Ｇｏｏｄｉｎ 等和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对于自由支配时间的界定
标准［１ ２］。对于个体来说，自由支配时间即为花于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和个人护理所需的最少时间后

遗留下来的时间量。

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我们还加入了两组控制变量：一组是反映个体的特征变量，包括

健康、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另一组是反映个体所在社区（村

庄）的特征变量，包括社区（村庄）道路硬化情况、社区（村庄）是否有小学、居民死亡率。

（二）研究方法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对“能力 自由”框架进行了扩展，他认为自由时间与收入可以相互转换。他指出，由

于各人的特点不同，因此给定的投入（如空闲时间或时薪）可以转化为有价值成果（实现个人目标）的

速率各不相同。１ 小时的时间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可以转化为一个大的消费机会，而对于那些低收入
者来讲则意味着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消费机会。这种转换是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而进行的［２］。本文的

研究基于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的思路，利用生活满意度法来估计自由时间的货币价值，进而测度其与主观幸福
感的相关性。

我们假设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函数为式（１）：
Ｕｉ ＝ Ｆ（Ｔｉ，Ｉｉ，Ｘｉ） （１）
在式（１）中，Ｕｉ 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Ｔｉ 为个体的自由时间，Ｉｉ 为个体的收入，Ｘｉ 为一组个体的特

征向量。

为了度量自由的货币价值，我们对决定函数进行了简化，得到式（２）：
Ｕ ＝ Ｆ（Ｔ，Ｉ） （２）
我们对式（２）进行全微分得到式（３）：

ｄＵ ＝ δＵ
δＴ
ｄＴ ＋ δＵ

δＩ
ｄＩ ＝ ０ （３）

在式（３）中，我们保持 ｄＵ为 ０，并将 Ｔ与 Ｉ的变化相互替代得到式（４）：

ＭＲＳ ＝ － ｄＩｄＴ ＝
δＵ
δＴ
／ δＵ
δＩ

（４）

式（４）中的δＵ
δＴ
／ δＵ
δＩ
即可表示为自由的边际价值。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用效用近似地代替幸福感，为了便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我们

也沿用这一假设，即自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是边际递减的，收入的效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所以我们对

自由和收入分别取自然对数，并假定主观幸福感决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如式（５）所示：
Ｕ ＝ ａ０ ＋ ａ１ ｌｎＴｉ ＋ ａ２ ｌｎＩｉ ＋ ａｊＸｉ （５）

在式（５）中，因为 ＭＲＳ ＝ －
δｌｎＩｉ
δｌｎＴｉ

×
Ｉｉ
Ｔｉ
，且有 ＭＲＳ ＝

ａ１
ａ２
×
Ｉｉ
Ｔｉ
，所以当个体时间自由变化一个单位

时，个体收入变化
ａ１
ａ２
个单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设定本文用于实证检验的模型如式（６）所示：
Ｕ ＝ ａ０ ＋ ａ１ ｌｎＴｉ ＋ ａ２ ｌｎＩｉ ＋ ａｊＸｉ ＋ εｉ （６）
在式（６）中，Ｕｉ 为个体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Ｔｉ 为个体的自由时间，Ｉｉ 为个体月总收入的自然

对数，Ｘｉ 表示一组个体和其他微观水平的特征向量，ε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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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ＩＳＳＳ）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全国基线
调查。因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
三个层次的数据，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

变迁，所以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ＣＦＰＳ 样本覆盖 ２５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
模为１６０００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其中，个体主观幸福感通过主体报告的５分
制得分获得。本文的自由采用时间自由来衡量，数据来自上述调查的时间模块，时间自由函数则采用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对于时间掌控程度的函数 Ｔ ＝ ２４ － Ｗ － Ｒ － Ｐ１ － Ｊ１，其中Ｗ为个人卫生活动，Ｒ为照顾家
人和家务活动，Ｐ１ 为个人工作，Ｊ１ 为交通活动

［２］。此外，根据“能力 自由”分析框架的拓展，各项因子

对幸福感的影响均可通过时间分配来显示，那么时间自由即可由总时间减去花在有偿劳动、无偿劳动

和个人护理所需的最少时间后遗留下来的时间量来表示。

四、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我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方法估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结果

Ｕ ｌｎｔ ｌｎｉ ａｇｅ ｑｐ３ ｑａ２ ｑｅ１ ｑｍ４０４ ｇｅｎｄｅｒ ｑｇ３ ｒｏａｄｓ ｓｃｈｏ ｄｉｅ
Ｕ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ｔ ０． ０７１６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ｉ ０． １２７２ － ０． ０２６９ １． ０００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４４ ０． ３４０２ － ０． １８５２ １． ００００
ｑｐ３ － ０． １８８８ ０． １１７９ － ０． １５８４ ０． ２８６３ １． ００００
ｑａ２ ０． ０９１９ ０． ２１６９ ０． ２４０６ ０． １８３７ ０． ０４５９ １． ００００
ｑｅ１ － ０． ０５２１ ０． １３４５ － ０． １２７３ ０． ４２９８ ０． １４０４ ０． ０６１５ １． ００００
ｑｍ４０４ ０． ３７８１ － ０． ０３５７ ０． １２１４ － ０． １７２４ － ０． ２０６２ － ０． ０６３３ － ０． ０９０６ １． ００００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６４０ ０． １７９５ ０． ０１４２ － ０． ０８３７ － ０． ０７９３ － ０． １１８６ ０． ０４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ｑｇ３ －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４３２５ ０． １６３０ － ０． ４７４４ － ０． １８６１ － ０． １８３１ － ０． ２０８９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９７２ １． ００００
ｒｏａｄｓ － ０． ０１５９ － ０． ０１４３ － ０． ０１９０ － ０． ００７６ － ０． ０１９８ － ０． ０４５２ － ０． ００５８ －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２７ － ０． ００４３ １． ００００
ｓｃｈｏ － ０． ０６０４ － ０． ０４５１ － ０． ０６８３ － ０． ０６４８ － ０． ０１０６ － ０． １１２３ －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１９９ １． ００００
ｄｉｅ ０． ０１３５ － ０． ０１２７ － ０． ０１２８ － ０． ０１３３ －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６３６ －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５６ －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４６７ １． ００００

表 ３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ＶＩＦ １ ／ ＶＩＦ
ａｇｅ １． ７１００ ０． ５８５８
ｑｇ３ １． ５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ｌｎｔ １． ３１００ ０． ７６１４
ｑｅ１ １． ２５００ ０． ７９８２
ｌｎｉ １． ２２００ ０． ８１９８
ｑａ２ １． ２１００ ０． ８２６４
ｑｐ３ １． １４００ ０． ８７７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１． １１００ ０． ９０４５
ｑｍ４０４ １． ０７００ ０． ９３２８
ｓｃｈｏ １． ０２００ ０． ９７７７
ｄｉｅ １． ０１００ ０． ９９３９
ｒｏａｄ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６４
Ｍｅａｎ ＶＩＦ １． ２１００

由表 ２ 可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处于（－ ０． ５，０． ５）
这一区间，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此外，表 ３
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分析

表 ４ 是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在表 ４
中，我们把样本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视作基数，在模型一中没

有加入其他任何控制变量，只对样本主观幸福感和自由时

间、总收入进行回归；在模型二中加入了样本个体的一组特

征变量进行回归；在模型三中继续加入了样本个体所在村庄

的一组特征变量进行回归。

从表 ４ 中模型一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由时间、收入与个体主
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由模型二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在加入个体的
一组特征变量后，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仍然呈正相关关系，并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但自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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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却呈现负相关关系且不显著。从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自由时间、收

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４　 全样本估计结果———ＯＬＳ模型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系数 ｔ值 ｐ值 系数 ｔ值 ｐ值 系数 ｔ值 ｐ值
ｌｎｔ ０． ２３２３ １４． ７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７０ － ０． ４４ ０． ６６３０ ０． ３１８９ ９． ２５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 ０． ０９９４ ２５． ７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４６ １１． ６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５４１ ６． ５７ 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 １． ４９１８ － １４． ８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６９４ １． ６６ ０． ０９６０ ０． ２０１９ ０． ９２ ０． ３５８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２２ ７． ９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５７ ９． ４２ ０． ００００
ｑｐ３ － ０． ０２０９ － ５． ３２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１５８７ － １８． ７８ ０． ００００
ｑａ２ ０． ４０１３ ５０． ５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３１ ６． 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ｑｃ１ ０． ０３７５ １２． ３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０３ ４． ６４ ０． ００００
ｑｅ１ － ０． ０１０３ － １． １ ０． ２７００ － ０． １９０７ ９． ４９ ０． ００００
ｑｍ４０４ － ０． ０２６２ － ８． ３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３２８１ ４８． ８３ ０． ００００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０９４０ － １３． ６３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１３２５ － ８． ９４ ０． ００００
ｑｇ３ － ０． ０２０４ － ２． ４４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７２ ０． ９５ ０． ３４００
ｒｏａｄｓ － ０． ０１４４ － ０． ８１ ０． ４１８０
ｓｃｈｏ － ０． ０７９７ － ５． ５９ ０． ００００
ｄｉｅ ０． ５５５４ ２． １０ ０． ０３６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５１２ ０． ２７７６ ０． １９４２
Ｆ值 ４２９ ９６ ６１１ ５７ ２９５ ０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由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我们

采用两种方法：第一，我们把主观幸福感水平为 １ 和 ２ 的视为不幸福，赋值为 ０，把主观幸福感水平为
３ 至 ５ 的视为幸福，赋值为 １，采取二值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Ｂ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探讨自由时间、收入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二，把家庭主观幸福感视为有序变量，采用有序概率模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研究自由时间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表 ５ 和表 ６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 ５　 全样本估计结果———二值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Ｐ值 边际效应

ｌｎｔ ０． ４１８９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４５５
ｌｎｉ ０． １０１３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５２
ａｇｅ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５
ｑｐ３ － ０． １９６１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６８２
ｑａ２ ０． １５６６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５４２
ｑｅ１ － ０． ０８７９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３０５
ｑｍ４０４ ０． ３７９３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３１８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１７２３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５９４
ｑｇ３ ０． ０６３３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２２１
ｒｏａｄｓ － ０． ０７１５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１００ － ０． ０２４８
ｓｃｈｏ － ０． １０８３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３７５
ｄｉｅ ０． ８０１２ ０． ４６４８ ０． ０８５０ ０． ２７８４
ｃｏｎｓ － ４． ００５６ ０． ３３７６ 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１０２

表 ６　 全样本估计结果———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Ｐ值 边际效应

ｌｎｔ ０． ３１８９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９３
ｌｎｉ ０． ０７９８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２３
ａｇｅ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３
ｑｐ３ － ０． １８４７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５４
ｑａ２ ０． １６６４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４８
ｑｅ１ －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６
ｑｍ４０４ ０． ４０７７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１１９
ｇｅｎｄｅｒ － ０． １６８５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４８
ｑｇ３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２３１ ０． １７８０ － ０． ０００９
ｒｏａｄｓ －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２２１ ０． ５１１０ ０． ０００４
ｓｃｈｏ － ０． １００５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９
ｄｉｅ ０． ７５３３ ０． ３５３９ ０． ０３３０ － ０． ０２２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７９８

由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线性回归模型（ＯＬＳ）估计出的结果和有序概率模型估计出的结果相
比，除了回归系数值有所不同外，显著性和系数的符号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从二值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
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自由时间、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也
就是说，自由时间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四）归纳讨论

１． 自由时间、收入、控制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根据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对自由时间、收入、反映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反映村庄特征的控制

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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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模型三可知，自由时间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 ０． ３１８９，并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由
时间每增加 １％，主观幸福感增加 ０． ３１８９％。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自由时间在均值处的边际效用为
０． ００９３，说明自由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增加的发生概率将增加 ０． ００９３。

第二，由模型三可知，个体月收入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 ０． ０５４１，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个体
月收入每增加 １％，主观幸福感增加 ０． ０５４１％。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个体月收入在均值处的边际效
用为 － ０． ００２３，说明个体月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增加的发生概率将减小 ０． ００２３。该结
果与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收入的增加虽然会增加主观幸福感，但具有边际递减的
特点［９ １０］。

第三，在反映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城镇户口、对未来的信心、受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性别、婚姻、自评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相比于女性，男性表

现出来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女性通常容易寻找到一个较低的参照标准，从而表现出较高

的主观幸福感。

第四，在反映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中，死亡率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有小学与主观幸

福感呈负相关关系，道路硬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我们通常的经验相

违背。国际上普遍认为较高的预期寿命也表现出较高的发病率和残障率，因此在村庄建设良莠不一、

临终关怀缺失的情况下，上述因素可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２． 自由时间的价值估计
由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知，为了保持主观幸福感不变，自由时间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

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月总收入增加 ５． ８９ 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从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回归结果中时间自由的自然对数和月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系数可知，为了保持主

观幸福感不变，自由时间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月总收入增加 ４． ７４ 个百
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无论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还是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我
们均可得出时间自由的增加显著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生活满意度法对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进行量化，同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２０１０ 年全
国基线调查数据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经验分析，探讨时间自由、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第一，对于全部家庭来讲，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

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第二，通过 ＯＬＳ估计结果发现，自由时间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
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月总收入增加 ５． ８９ 个百分点。

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调节收入再分配，关注低收入人群。本文的计量结果表明，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提高

个体主观幸福感，但与此同时收入也具有边际幸福感递减的特点且这一特点已初步显现，这表明增加

等量收入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增加幅度不同。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避免“一

刀切”的情况出现，政府应尽可能地优化财政支出和税收结构，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中低收入人群倾

斜，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整体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对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则应该在公共医疗、教育

公平、环境保护等领域予以切实地改善，以使这些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得到较大提高。

第二，完善制度保障，推进创新活动。由计量结果可知，时间自由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因此应加强创新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将有利于节约劳动时间，增加个体的自由可支

配时间，从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营造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需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降低

创业门槛，破除阻碍创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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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优化财政结构，强化社会保障。虽然我国的整体财政收支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其结构却

与“幸福社会”尚不匹配。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依然有很大

的调整空间，而这些支出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息息相关。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一方面，要让人们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从繁复的生活压力中脱离出来，以增加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

面，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有助于形成健康良好的社会氛围，缩小个体幸福感差距，最终提升全民的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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